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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類社會面臨越趨頻繁的自然災難、

人為事故和意外災害。在本文撰寫的同

時，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俄烏

戰爭仍在持續，而韓國萬聖節梨泰院的踩

踏事件、巴基斯坦暴雨洪災、土耳其地

震、美國感恩節槍擊等重大事件，其所帶

來的傷亡、可見與不可見的破壞性傷害，

可能需要數年甚至十數年的時間才能修

復。如何有效應對各種自然的與人為的災

難事件，成為當前全球政府與助人專業體

系都亟需發展的重要職能。臺灣自九二一

大地震後，又歷經了八八水災致小林村

滅村、八仙樂園派對粉塵爆炸、美濃地震

致臺南維冠大樓倒塌、高雄城中城大樓大

火、花蓮太魯閣號出軌事件等各項重大天

災人禍，不但型態多元，且不少有複合性

災害（compound disaster）之特徵（註1）。

2022年11月10日衛生福利部召開全國災害

防救聯繫兩天會議，召集各中央部會、22

個縣市政府及民間協力專業救災團體，以

期能因應多樣複合災害類型，強化災害防

救之能力，增進各社政災防單位、民間單

位之合作與聯繫（鄭鈞云，2022）。

其實，不論是自然或人為災難，均是

指會導致生命直接受到威脅、身體傷害、

喪親、失落之破壞性事件；除了有形財產

與財務等生活資源損失外，對個體社會關

係與社會支持的強制剝奪，亦會引發心理

健康破壞性影響，包括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身體健康問題、飲食或睡眠障礙、憂鬱焦

慮情緒障礙等（林耀盛、吳英璋，2004；

Norris et al., 2002）。值得注意的是，長

期以來，有關之災害重建政策討論仍少將

心理工作者納入，也甚少注意災難對個人

心理健康與社會關係長期性的影響。助

人專業社群在探討災後重建工作時，大多

僅關注個人創傷（individual tra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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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思維是將「社會資源連結」與「社會

心理恢復」視為兩項獨立的工作範疇，甚

至認為只要資源到位，協助危機度過，就

算是「完成救災」。然而，此種觀點不

僅是忽略災難事件帶來的「集體創傷」

（collective trauma）及其深遠影響，也忽

略個人創傷症狀、財務災損、社區生活破

壞之間的關連性（王美懿等人，2014；李

宗義、林宗弘，2013；許文耀，2003；

Saul, 2022）。換言之，災後社區重建不

僅是家園的修復，更是社會關係與生活意

義的重塑與積極復元歷程。因此，本文首

先從人與環境的不可分割性來探討災後個

體創傷與集體創傷之反應與社會心理需

求，接著說明社區復原力之意涵與保護因

子，並提出透過跨專業合作，以促進災後

集體創傷復元之可能作法。

貳、 人與生活環境的不可分割

性：災後集體創傷之復元

災難往往是在無預警的情況下，突

然侵襲原有的生活，造成個人生命財產重

大損傷，以及社會原有或部分的功能受

到衝擊。自然災害經常衍生出慢性的壓

力情境，例如，遷居、失業等等，使得受

波及的民眾持續處於逆境經驗之中。災難

可說是高強度的壓力事件，不僅破壞原來

的生活模式和生活環境，亦會造成創傷

後壓力反應。過去有大量研究關注災難事

件造成的個體創傷反應，諸如吳英璋與許文

耀（2004）長期觀察九二一大地震後，個體

會經歷持續的心理困境與調適因應歷程，因

個人特質與資源變化不同而不同；有些人會

無法做出日常壓力反應，立即引發恐懼、害

怕、無助等心理上的情緒反射，以及心跳加

快、嘔吐、昏倒等生理反應；有些人則是在

白天或睡夢中「驚」驗重現（intrusion），

或是容易因微小刺激而驚慌失措、對外在

刺激反應過敏（hyperarousal）；亦可能出

現麻木、否認等壓抑性反應（restraint），

以及出現不安、無助、憤怒、傷心等複雜

情緒混合性出現。簡言之，災害社會心理

重建是由個人創傷觀點主導，將災後社會

重建與心理重建獨立為兩個系統，其實這

是忽略了災難事件對人與生活環境的雙重

破壞具有交互作用之影響。

從生態系統觀點來看，個人與生活

環境系統間的關係是互賴且交互影響的

（鄭麗珍，2021）。當重大災難導致資源

流失的循環快速且顯著時，個人會動員社

會支持，進行一連串的獲取、保存、保護

自己資源的反應，以降低資源流失的威脅

性（Hobfoll, 1998）。故災難事件是否帶

來不適應結果，端賴個人內外在資源的動

員情形而定。當個人感覺有較多情境掌握

性（situational mastery），愈會採用積極

因應，以減緩所受的影響（Aldwin et al., 

1996）。Altman（1975）則指出，人類會

對其領地（territory）邊界和權屬進行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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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管理與維護，口頭語言、手勢、空間環

境行為或文化行為都是領地行為的一種表

現。社區中人們花最多時間待在其中的生

活中心為「主要領地」，使用時間不長、

但會規律使用的為「次級領地」，舉凡教

會、圖書館、寺廟、社區活動中心等，都

是居民日常的生活空間。當人們習以為

常的中介系統（mesosystem）及其社會性

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遭到破壞

時，人們日常生活弱連結（weak ties）即

受到強制剝奪（克林柏格，2018／2021；

Saul, 2022）。此種社會關係破壞正是集

體創傷所關注之焦點。集體創傷是指重大

災害事件：

對社會生活最基本組成單位的破壞，

包括破壞人們依附連結的社會連帶（social 

bonds），同時削弱原有存在的社區意識。

（Erikson, 1976, p. 154; 引自Saul, 2022, p. 5）

也就是說，災難事件會對個人社會生

活帶來長期社會網絡破壞，以及共享的社

會情感（shared sentiments）和信心之崩

潰（Fullilove, 2013）。

集體創傷也可能來自那些應對事故

負責的人並未道歉、否認責任，或在沒有

任何愧疚的情況下從受害者身邊撤退，

抑或是未受到相應的司法審判，這些都

將使人感到被原先信任的社會體系背叛、

貶低和羞辱，感覺過去建立的社區互信和

體面蕩然無存（Erikson, 1976, p. 154; 引

自Saul, 2022, p. 6）。因此，從集體創傷

的觀點來看，災後重建並不僅止於危機

的度過和有形家園的建設，如何使倖存

者及其重要關係人的社會生活環境、社

會支持網絡、社會信任等均能獲得復元

（recovery）（註2），才是應追求的積極

目標。尤為關鍵的是，災後集體創傷之復

元有賴重建個體支持性、滋養性與公平正

義的社會環境。當個體所遭受之災害能夠

被賦予積極性意義、受到公平正義的問責

（accountability），以及使個體重新與生

活社區產生連結，在滋養性與支持性的環

境中進行身心治療，方能超越事件本身的

苦難和重獲希望感。

由於大型災難往往造成社會網絡、關

係、功能、動力、資本、資源等社會結構

的持久性傷害，故而這些集體層次的負向

後果之衝擊與撕裂可能導致社會性質的改

變（Somasundaram, 2014）。因此，災後

介入要結合社區回應性方法，同時關注資

源、能力與社會關係連結的增加，啟動社

區原有的復原力來促進對災難受創的療癒

（Auerswald, 1983; Landau & Saul, 2004; 

Masten et al., 2021）。簡言之，集體創傷

是身體、心理、社會、文化、生態等多層

次的傷害，破壞了將人們聯繫在一起的社

會紐帶，衝擊到人際關係、家庭、社區、

社會等關係，進而削弱了社區意識、社

會信任與安全感（Saul, 2022）。修復家

園、房屋與公共建設固然是災後重建重要

的一環，但災害破壞人們最隱私的生活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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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與安全感，故而社區居民生活棲息地、

中介系統公共空間、社群歸屬感之重建亦

不容忽視（許文耀、曾幼涵，2003）。值

得注意的是，在斯里蘭卡的Tamil村莊的

集體文化社會（註3）中，集體創傷事件會

破壞個人身分認同來源，使整個社區普遍

陷入絕望、消極和沉默中，同時喪失價值

觀和道德規範，而必須通過綜合多層級系

統的救濟、治療與發展計畫，方能獲得有

效解決（Somasundaram, 2007）。Landau

與Saul（2004）亦認為，多層級系統取向

（multi-systematic approaches）對促進家

庭與社區復原力有積極之作用。

由於人與環境的不可分割性，在災

後重建工作上，應同時納入社會工作與社

區心理衛生工作，透過提供資源、重建社

區環境、增進社會資源與社會支持，促使

個人能逐步重拾生活控制感、自我效能、

希望感與意義感。此種工作取向是以建構

社區復原力（community resilience）作為

理論基礎；透過社區復原力保護因子的發

展，讓人類及所生活的社區能夠更具有對

抗風險環境的韌力，以促成集體創傷復元

之積極目標。

參、 社區復原力之意涵與保護

因子

一、社區復原力之意涵

復原力是指人類在面對重大災難與創

傷時，系統的生存功能即便遭遇威脅與發

展逆境，亦能透過生物性、心理性、社會

性與靈性資源等多重系統加以因應。復原

力的概念最初側重於幫助個人克服困境的

個人內在層次的特質，隨著多年研究的累

積和演變，逐漸轉向採用以生態觀點來建

構，關注更大的環境因素如何塑造與影響

個人功能（王智弘等人，2017；白倩如等

人，2014；Greene, 2014; Ungar, 2011）。

近年來，社區復原力已成為對抗風險社會

的重要理論觀點；這使得助人專業領域開

始超越個人層次創傷處遇，從原本以醫療

模式為基礎的工作焦點，移轉到從社區層

面促進災後的復原與重建。事實上，社區

是理解個體健康與適應的重要評估單位，

人與其生活的社區是分不開的。Mayunga

（2007）指出，有復原力的社會系統在面

對災難事件時，能連結個人行為及社區能

力，緩衝災難的衝擊、進行重建並恢復系

統的運作。

最初，社區復原力是指社區承受重大

創傷、失落事件時，能成功克服逆境之總

體能力、希望與信念（Auerswald, 1983）。

其後，Kirmayer等人（2009）對社區復原

力之兩類概念內涵進行重要的區分；其

一是指個人復原力如何受到社區中的社

會網絡、文化資源的影響而有不同，其

二則是指集體社會資本或社區內在壓力回

應之總體能力；而後者涉及社區內各個

子系統（即個人、家庭、團體、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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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等）的調整和適應，以及整個社區

系統與其鉅視環境體系（包括社會、經

濟、政治實體）的交互作用。Kirmayer等

人（2009）進一步歸納出社區應對災難事

件復原力是三項能力的總和：（一）對

抗力（resistance），是指透過調整和適應

來抵銷災難事件的挑戰；（二）恢復力

（recovery），是指當災難或挑戰事件獲

得解決後，社區恢復到過去狀態之能力；

（三）創造力（creativity），是指社區通

過創建新的制度和作法來發揚其核心價值

信念，並從而發展出新的運作方式和方

向。因此，社區復原力可說是群體得以獲

取多層次的資源，面對逆境時仍可以維持

良好運作的能力；亦可說是社區展現支持

與資源，使社區群眾得以順利面臨生活波

動與壓力的歷程。研究顯示，在災難發生

後幾周或幾個月內，幾乎都會對個人與家

庭造成不同程度的痛苦，僅少數人或社區

會被判定達到疾病程度或是長期受損的情

況；通常當壓力源已減輕，或是已有足夠

的資源協助，多半可以恢復災難前的功能

水平，而產生適應結果的過程即是復原力

之作用；而復原力愈好，恢復事件前功能

的速度愈快（Norris et al., 2008）。

二、社區復原力之保護因子

保護因子是指能減緩、調節或修補

風險，並能預測未來正向發展結果之要

素（Rutter, 1987）。過去以病理觀點提

供服務是偏向處理風險因子，較少關注

如何擴增能夠對抗生活逆境之保護因子

（白倩如、曾華源，2022）。Norris等人

（2008）認為社區群體健康（population 

wellness）是社區復原力的效果指標之

一，亦即人們擁有良好的心理健康、行

為健康、角色功能及生活品質。社區復

原力從四組適應性能力網絡中產生，包

括（一）經濟發展；（二）社會資本；

（三）信息和溝通；（四）社區能力等四

大層面。若要發展社區集體韌力則須降低

風險與經濟不平等、讓當地人參與減災

行動、建立組織聯繫、促進社區支持以

及對於未知情況有所計畫。Pinderhughes

等人（2015）則主張，社區復原力包含

「人」、「空間」、「機會」這三種環環

相扣的元素，「人」即社會文化環境，代

表社會連結與信任、為公眾事務出力的意

願、擁有健康的文化常規；「空間」即物

理建築環境，像是安全的公共空間、文化

表達、安全可用的設施、健康的食品、有

品質的住所；「機會」則是經濟職業機

會、工資與地區福利、教育機會與品質

等。若此三元素能提供健全的功能，則社

區復原力便有機會被建立起來，使個體、

家庭與社區幸福感增加。綜上所述，機會

分配均等性、足夠的教育與工作資源、良

好的人際支持與社會連結、可信賴的傳媒

資訊等是社區復原力的重要保護因子。此

外，面對災後工作機會流失與經濟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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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教育程度與工作技巧等人力資本將影

響復原速度，而社會性基礎設施、棲息地

連結（attachment to place）等環境之安全

與支持性將影響社區凝聚力與認同感。上

述保護因子均離不開人、空間、機會三元

素的跨層面的交互作用（如圖1）。

李宗義與林宗弘（2013）認為面對

災難時每個人的受災風險其實並不相同，

即災前種種社會經濟條件，例如，地域、

族群、階級與性別不平等，會影響人們面

對災難的死傷機率與經濟損失。相對於強

調結構面與個人社經條件的脆弱性因子，

社區復原力更強調人們在災難之中的社會

動機與集體行動能力。因此，社區復原力

之災後重建致力於促進人們集體決策、行

動、社會合作與連結的經驗，以達到個

體、家庭與社區災後調適與重建生活的效

果。潘穆嫈等人（2016）建議，為因應愈

趨多元的災害型態與災害規模，臺灣應從

目前屬於個別災害管理的災害防救體系，

轉而透過人文社會科學的角度去理解如何

促進社會、組織、社區、個體的復原力，

進而發展適用於臺灣脈絡的災後重建工

作。因此，如何啟動人、空間與機會等三

元素的交互作用，對於促進社區的復原非

常關鍵。多元的災難類型使得人們可能經

歷了多層面的失落與複雜的創傷經驗，像

是身體重傷、身心完整感受到衝擊，重要

關係的逝去、家庭或社區領袖不再，完整

的家庭、住宅或社區受到破壞，經歷經濟

圖 1　人、空間、機會交互作用下之社區復原力之適應能力網絡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自Norris等人（2008, pp.127-150）；Pinderhughes等人（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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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計上的撼動，原有對未來的希望與可能

性遭受打擊，對世界不再感到安全等等。

是故，若要達到集體創傷的復元，勢必要

超越個人層次，走向多重系統取向的介

入，包含個人信念系統、社區組織型態、

溝通與問題解決能力等系統。

肆、 活化社區復原力以促成災後

集體創傷復元

整合國外災後社區復原力的研究

（Landau & Saul, 2004; Walsh, 2007; Walsh 

& McGoldrick, 2004）可以發現，有效的

處遇不外乎鼓勵個人與社區均需要積極參

與，以促進彼此的「分享」與投入「重

建」。首先，分享是指全家人或是社區成

員聚在一起，說說對創傷事件的認知與想

法，互相分享失落感受、倖存下來的經驗

與意義感、靈性經驗，共同參與集體療癒

儀式等等，過程中諮商輔導與社工人員共

同參與，能夠肯認個體或是看見群體在逆

境中的堅持、勇氣、相互支持等優勢特

質，並透過此歷程達到情緒的紓解、獲

得普同感、認知澄清或共同經驗而強化

彼此關係性連結與社會支持效果。高晟

洋（2019）的研究結果凸顯了「社會資

本」的重要，從其416份家訪問卷調查分

析中，發現在2014年高雄氣爆事件一年後

的災區居民心理適應上，「日常生活變

動」與「人際關係變動」能顯著降低創傷

後壓力症狀，減緩對憂鬱與生理健康的負

面影響。值得留意的是，動員社區資源進

行重建時可能令人形成心理負擔，因此最

好透過整個社區的集體行動，讓資源與社

區成員彼此作用，較能發揮效果。其次，

重建涵蓋了在社會文化層面上建立組織、

加強社會支持系統、共享資訊與資源、發

展新的關係角色、社區功能、家庭親屬；

也包含物理層面，像是公共建築的修復；

以及掌握生活節奏、健康的生活常規、未

來規劃等，進而個人得以重新投注於關

係、擁有生活的追尋目標等動力。王子葳

（2013）研究發現傳統由女性負責家務的

分工模式將不利於災後心理調適與靈性健

康，因此建議助人工作者應提供具備性別

與文化敏感的心理支持，在災區提供托育

與喘息服務，以減輕女性家務分工與照顧

負擔、能夠走出家庭投入社區重建，並協

助弱勢經濟者經濟充權。

無論是分享、述說、儀式、組織與

資源的重整，關鍵在於人們的參與程度

（Coles & Buckle, 2004）；唯有受影響的

社區充分參與，並且擁有充足的技能與知

識，才會產生效用。此外，讓家庭或社區

知道每個人度過創傷的因應方式與決策不

同，在過程中能夠尊重個別差異、保持開

放與持續願意互助。這些歷程使得家庭與

社區系統在過渡壓力階段時，得以將社會

結構中被破壞的多個層面重新連結起來。

張勝凱（2019）訪談觀察15位集體遷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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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逐鹿社區居民，發現社區居民多數

已習慣永久屋內的生活空間與環境，但未

產生認同與歸屬感，時常須藉由與山上部

落連結來緩解生活壓力。雖然遷村後自主

建構了市集空間，但多數居民仍選擇返回

原鄉從事農耕，永久屋這個「家」的狀態

對於他們來說相當矛盾。後續經由計畫改

造，將部落家屋建築、文化、語彙重現，

突破了永久屋建築框架的生活動線，重視

傳統部落文化在新聚落之存續，這樣的集

體行動慢慢讓當地人找回「在家」的味

道。這也讓人意識到災後重建不只是硬體

建設、經濟發展，更涉及了人的本質，同

時也包含文化及環境土地的復元。

過去在處置災後社區的重建工作時，

諮商心理專業與社會工作經常是各自處

理不同的系統，即便有少數研究（許育

光，2015；趙祥和，2014）建議應該採取

跨專業合作取向、重視專業人員的分工

與整合，但在實務工作上，因為缺乏一致

的處置目標與理論基礎，導致跨專業只是

在一起工作，而沒有產生真正的合作。其

實，社區需要強大的保護機制，以緩衝重

大災害帶給社會與群眾的衝擊。因此，在

災後協助上，專業人員應有意識的促發保

護因子作用的發揮。Norris等人（2008）

認為復原力是將資源與結果；亦即適應能

力與適應結果連結起來。故專業人員在

實務介入時，可在下列幾個目標層面進

行干預，使社區中動態屬性的資源連結

起來。要使災後重建工作著力於社區復

原力的發展，本文建議可以從以下四個層

面，由社會工作與諮商心理專業共同合作

進行處置設計。

一、 社區能力：促使組織合作連結、增

進集體效能

應主動加入社區，對於社區組織、

據點與傳播管道多加掌握。諮商心理師與

社會工作者可以一起前往社區據點，瞭解

社區目前具有的資源與資訊傳送管道、地

方信仰，並觀察蒐集當地的文化慣習與共

通經驗，以促進社區發揮在地經驗、知識

與技能來解決問題或進行決策。參加當地

災後社區大會時，可以留意重要的社區

集體活動；比如村莊裡關乎公共基礎建

設重建的討論，或是社工人員召開組合屋

分配的村民大會時，諮商心理專業人員亦

共同參與其中，於自然情境脈絡中展開關

懷，發現需要進一步協助的對象。趙祥和

（2014）研究發現制式化的專業角色易引

發拒絕，從外在需求開始服務是相當好的

策略，有利轉介至心理服務。此外，透過

關係的建立與開啟對話，將能協助會議討

論進行得更加順暢，像是發生情緒衝突時

能夠化解與緩衝氣氛，引導人們回到共同

關注的目標，這亦有助於組織合作、集體

效能的提升。Miller-Karas（2023）在其

發展復原力一書中提到有實證效用之社區

復原力模式，即是透過心理衛生教育，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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倖存者傳授關於創傷壓力反應與復原的神

經系統相關生物學知識，以及跟人們分享

在創傷壓力反應時，可以如何互助，協助

他人平衡神經系統。多數倖存者表達當明

瞭創傷後的身心反應、發現可以如何幫助

自己與他人、管理自身的焦慮與憂鬱時，

都感覺更有控制感，且進一步找到協助

「我們社區」度過這一切的有力資源。因

此，在社區重要活動與集會裡頭穿插心理

衛生教育的宣講，也會很有幫助。

二、 社會資本：激發社區居民參與、強

化關係連結

災害破壞了社交網絡、組織與關係，

Miller與Pescaroli（2018）認為「團體」

是達成修補社會連結的絕佳方式，能將人

們團結起來，促進合作、產生連結、減少

孤獨感、罪惡感等負向情緒。跨專業取向

的合作要著重在促進社區層面社會網絡重

建。因此，採取團體工作是災後復原的一

個重要起點。考量華人文化家庭脈絡中經

常以親子軸為核心，專業人員可以與學校

或是當地圖書館合作，辦理親職講座與小

朋友說故事團體，邀請家長或是爺爺奶奶

一起來到學校參加活動。這時諮商活動團

隊裡應該由諮商心理師與社工師配搭，心

理師擅長身心情緒與認知調節、引導具療

癒性的對話及活動，而社工師能夠觀察與

蒐集每個家庭的資源需求狀況。學校中可

能有師生於災難中罹難，專業人員鼓勵民

眾帶著家人一同參加哀悼或紀念儀式，紀

念儀式的地點與進行通常反映著一個地區

的文化慣習，參與這些活動將自然而然的

與社區或當地之共同情感記憶有所連結。

當人們能一齊失落、哀悼與祝福，甚至彼

此分享受創經驗時，悲傷就不再是個人不

可承受之重。

三、 環境制度：改善社區不利條件、促

進社區經濟

災難會更加凸顯原本處於邊緣化的

弱勢個體與團體所經驗到的不平等與不公

義（West-Olatunji & Goodman, 2011）。

專業人員須具有社會正義的觀點，知道社

會結構中經濟資源的多寡與均等性影響

著受災程度與災後適應（鄧傳忠等人，

2020）。尤其弱勢族群可能因對政府部

門、機構、助人專業感到陌生且不信任，

而更加拒絕。因此，主動提供具文化性的

回應、與社區民眾發展合作式的夥伴關

係，能夠接觸到需協助對象並獲取信任，

讓資源能真的來到需要支持之處、達到社

區賦權，將是改善社區不利條件的關鍵。

須特別留意人們賴以生存的活動或產業受

到災難衝擊，不可忽略資源盤點的重要

性。有關專責單位進到當地評估社區需要

的機會、產業轉型、待改善的公共空間等

皆相當重要，方能協調不同單位共同參

與，統合社區所需，辦理博覽會、市集、

求職技巧講座等；抑或是在社區的宗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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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公共基礎設施發放物資的時候，主動

邀請當地農民參與農會市集；邀請勞工局

職涯中心設攤、媒合當地就業需求與機

會；邀請單位辦理親子公園健走活動；亦

可與當地各級學校一同合作，帶領學生彩

繪老舊社區，走入社區的大街小巷、共同

妝點社區新面貌。如此一來，在資源挹

注、促進經濟力與勞動力發展的同時，

亦避免環境不利導致慢性壓力的延續。

更重要的是，啟動了更多的社會參與以及

連結。

四、 社會建構：從集體敘說中療癒創

傷、重構災害復元意義

上述三點皆是在幫助災後受創的地

區建立一體感，恢復生活功能以及具涵

容、保護、安全的棲息地，重新連結人

力及物質。然而，文化與情感認同是把這

些結構更穩固黏著在一起的元素。人類社

會除了組織、制度、建築等結構層面，還

要考量文化、歷史與情感記憶。個人、家

庭和社區是透過文化視框解讀其經歷過的

事，文化與經驗塑造了對於事件因果關係

的不同解釋。因此助人工作者在進行跨專

業合作時，務必要注意當地關於健康和疾

病的文化觀點，社區通常早有其面對民間

疾病的看法與療法。若深入觀察，可以發

現每個地區有其方言與常用語，無論在號

召人們參與活動、帶領團體或是心理衛教

時，都可以善用，以制定適合不同文化社

區的介入措施。過去個別諮商或是個案服

務，經常只是一對一的述說，而社區復原

力取向，則是強調集體述說以及創傷與反

應的肯認。因為受災居民如何敘說災難的

發生原因、安全與否的主觀感受、對於應

該如何因應的觀察，這些社會觀點與意義

感皆出自於當地文化與環境脈絡（Miller 

& Pescaroli, 2018）。華人的心理與行為

運作深受關係主義影響，並且在華人文化

中經常出現「禍福相倚」、「生於憂患死

於安樂」等話語，這些產生於脈絡化性格

變項之辯證思維，正是華人文化之特色與

優勢所在，影響著華人群眾對於災難事件

的敘說與詮釋（王智弘等人，2017）。因

此，透過串連事務資源、心理社會與醫療

等服務，以當地熟悉的文化慣習與活動，

凝聚社區一體感、重建居民們對自身所處

團體之認同與記憶（趙祥和，2014）。除

了將災後受損的社區建設與資源連結起

來，也重新建構了人們對其生活地區的認

同、記憶與情感，強化社區體質的健康，

才是真正具有社區復原力。

伍、 代結語：災後重建中助人

專業跨系統協力之必要性

從前述討論可知，重大災難帶來的

集體創傷涉及面向廣泛，僅聚焦於內在情

緒與個人創傷復原已經不足應付。災後心

理重建議題涉及受災者、救難人員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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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壓力症候群，顯然需要國內心理諮商人

力共同參與救災。過去諮商心理領域著重

災後創傷的評估與處遇，以及失眠、憂鬱

等身心症狀的協助，大多從認知與情緒層

面進行介入；而在社會工作領域，災後的

協助著重在資源分配與輸送方面，諸如組

合屋的重建與福利分配等。災後重建要能

擴展至更大的系統層面來動員，就要利用

個人、家庭與社區資源的豐富性，與社區

成員一同工作（Landau & Saul, 2004）。

然而，跨系統合作不僅是將不同專業系

統成員「集合在一起做事」，而是專業

工作典範的轉移（王美懿等人，2014；

Saul, 2022）；不同專業間的理論模式觀

點也可能存在歧異，而導致合作障礙（王

美懿等人，2014；趙祥和，2014）。其

次，協力合作（collaboration）至少有七

種不同之合作層次，包括：（一）資訊交

換，包括非正式的資訊交換或正式的聯繫

會議；（二）個案協作，指由某個系統擔

任統籌個案多系統服務的協調者；（三）

跨單位會議，指不同單位的服務提供者討

論共案；（四）跨領域團隊，指透過跨專

業、專業間或跨領域共事等形式，將各自

專業帶進團隊中，彌補各自專業缺乏的

知識；（五）合夥夥伴（partnership），

指基於單位之間正式的共同合作協定，

以整合跨單位服務，有對彼此責任與工

作分配之協定；（六）空間共置（co-

location）；（七）聯合預算（Andersson 

et al., 2011）。其中，跨領域團隊與合作

夥伴的成敗，端視成員間聯繫之緊密度、

互賴度而定。此部分仍有待各界共同積極

發展政策制度層次的災後重建協力體制，

方可能破除系統間的行政壁壘與既定的專

業角色框架，避免徒然增加「人多嘴雜」

的溝通與行政時間耗損。

（本文作者：鐘玉觀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生、國立臺南藝術大

學諮商心理師；白倩如為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關鍵詞： 社區復原力、集體創傷、跨專業

合作

註　釋

註1： 複合性災害是指各項災害事件之間彼此鏈結，導致二次災害發生、直接或間接衍生其他次

要災害，且會以乘數效果擴及其規模與力度，致使減災、防災、救災與應變之複雜性增

加，災害類型可分為時間式複合災、鏈結式複合災害與損害經驗式複合災害（張學聖、廖

晉賢，2014）。

註2： 依據宋麗玉與施教裕（2009）之界定，復元「並非指恢復原狀或是創傷與障礙消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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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由現在出發，重新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即重新界定自己的人生價值，並能體現主

體性，重建具品質且滿意的生活」（頁485）。也就是說，復元並不僅是消極的「恢復原

狀」，而是一種從逆境和苦難中找到積極意義的超越狀態。

註3： 指個人身分認同是由村莊通過其傳統與制度為日常生活提供基礎與框架構成，當戰爭破壞

社會之家庭關係、人際網絡等基本結構時，個人的社會角色失落的破壞性較個人主義文化

社會之影響更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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